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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意义为中心的文化社会学遭遇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不得不面对当代

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发现。其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就是认识并修正曾经由这些学科所确立的语言学／文本框架之解释的局限性。

传统结构主义者集中关注各种话语符码，而且，在理解复杂的表象经济的权力，

特别是在履行解释其变异性方面，文化符号之任意性的假设显得捉襟见肘。语

言和以沟通为中心的框架通常忽视的事实是，被相信具有因果性社会力量的绝

大多数能指无可避免地嵌入在开放的但并非无限制的感情与物质性结构之中。

因此，行动中需要整合能力更强且维度更多的文化模式。本文主要讨论符像性

对发展一个与此相关的整合性视角的重要性，同时并不抛弃语言学转向的一些

构成性洞见。我以亚历山大等当代学者的转型性工作和我自己的研究来证实，

被如此构想的文化的复合体才是具因果律的社会力。我的目的在于详尽阐述

物质性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原则，即不同的符号秩序对于决定性和／或自主

性逻辑而言是不同的主题，并且由此对“社会建构”和历史转型的不同模式做出

回应。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奥斯汀关于如何以言行事的问题，但是不能重复他的

局限，即似乎社会之事发生之际同时并不伴随图像、对象、场所、身体和所有它

们的特征以及使用暗含。对社会学想象力的这一扩展予以充实，可以帮助我们

激活理解和解释文化这一概念所拥有的充分潜力，并由此坚定地转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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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现代西方智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生活是围绕一系列二元编码（ｂｉｎａｒｙ
ｃｏｄｉｎｇｓ）组织的。这些二元关系被视为严格而自然的二元对立：精神和
物质（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ｅｒ）、心灵和肉体（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ｂｏｄｙ）、理想和具体（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普遍与特殊（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等等。作为人类中
心主义的有力表达，关于现实的理性主义理解，这一编码系统服从于另
一对主宰性二元编码：文化与自然。可以粗略地归入这一二元矩阵的具
体而有影响的二元论有：精神对感性（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ｖ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ｕｏｕｓ）、客观对
主观（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以及语言对视觉（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ｉｓｉｏｎ）的二律背反。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二元关系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表达，

例如，推理对情感（ｒｅａｓｏｎ／ｅｍｏｔｉｏｎ）、本体对现象（ｎｏｕｍｅｎ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理性对感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ｎｓｕｏｕｓ）、文字对图像（ｗｏｒｄ／ｉｍａｇｅ）、文本对图
画（ｔｅｘｔ／ｐｉｃｔｕｒｅ）或者话语对知觉（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尽管具体的
表达繁多，二元论精神流行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想象力
之中并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会学亦莫能除外，其历史的绝大部
分都充斥着二元论逻辑与推论。那么，今天社会学家为什么要在意二
元论的理论逻辑呢？

一则，它们在本体论的区分中从未中立，而且从未达到那个地步。

相反，它们以话语构型（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来“殖民”对感官构型的认知，并在
这个过程中开出一片认识论之争的场地。这一争论的现代历史及其影
响可以通过特定的概念图式描绘出来，而这个图式支配了理论模型和
社会学的方法论。特别是，存在这样的形式的和抽象的哲学和数学话
语，它们决定性地形塑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在此形塑中，通常只有严格
符合编码指标的，才能视为量化和辩论的经验数据。这一环境很重要，

·９３·

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因为，如我将在本文提醒和显示的，它不仅为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设定
了发展轨道，而且扭曲了社会学的视野并且窄化了值得学界关注的社
会景观（ｓｏｃｉ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它将特定而非其他著作奉为经典，这种情
况即使对出自同一位作者的著作也概莫能外。例如，在实证主义的涂
尔干与晚期注重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研究的涂尔干的对立中，突出前者
的实证主义技术，而牺牲后者的阐释能力。
话语和感觉这两个构型成为两个领域（ｓｐｈｅｒｅｓ），它们通常被视为在

认知上分离，在基础上不同，在本质上对立，因此在实践中是分离和不等
的属地（ｄｏｍａｉｎｓ）。尽管有关于“知觉和语言的复杂镜像”（Ｊａｙ，１９９４：１；
另见Ｌａｋｏｆｆ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３）的证据，但是将二者混淆的态势直至当下
仍占据主流。在最好的情况下，感官构型的地位也是模糊不清的。正如
马丁·杰伊（Ｊａｙ，１９９４：１）关于感知的不稳定状态的反思所言，“基于时
代精神和我们的个人观点，视觉性要么被视为我们认识实在的障碍，要
么只是辅助工具”。部分更自觉地在理论上包含视觉性和感官性的研
究，只是最近才传播得稍广一些。因为受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影响，现
代社会科学一直倾向于维持在认识论上相当严苛的理性与感觉（ｒｅａｓｏｎ／

ｓｅｎｓｅｓ）的二元论。以理性主义为主的西方现代性将上述二元划分制度
化。这意味着上述二元划分的一边被视为“神圣的”，而另一边则被视为
“世俗的”，或者至少是一边被视为“幻象”，另一边则被视为“真理”。
这个理智文化的符号力量造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不平衡结构，由

此，“理性的”、“逻辑的”、“抽象的”、“普遍的”、“真实的”以及“理想的”
这些能指在理智实践中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随后依次在言语上缠绕在
一起，也即与“神圣”的科学语词和文本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情感
的”、“印象主义的”、“主观的”、“个别的”、“想象的”、“视觉的”、“美学
的”、“戏剧的”这些能指与知觉和感性以及其他一切不确定性联系在一
起。我们可能视前者为柏拉图或者阿波罗式构型，对后者则如尼采那
般，戏称为狄俄尼索斯式。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在二十世纪中期西
方哲学形成如此显明的对照，可以被视为关于这一主题的另一种现代
转向。二元论的知识修辞可以一路追溯自古代的大师到十九、二十世
纪的哲学家，因此可以为我们提供显著的例证。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形
成了人文学术领域的主要争论，因此，图像、感知以及物质性成为了理
性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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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陈述

尽管在学术实践中，神圣和世俗的分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并非无可争
议，就主流的观点而言，它意味着“言语的主导地位在长期以来已经将
视觉研究推至科学的边缘”（Ｂａｃｈｍａｎｎ－Ｍｅｄｉｃｋ，２００６：３２９）。事实上，
直至最近，“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一直被许多社会科学家视为典范的社会
事实，“文本”（ｔｅｘｔ）被视作文化的模型（例如利科、德里达），“话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被视为主要的社会实践（例如福柯）。从兹纳涅茨基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到霍尔（Ｈａｌｌ）的定性社会学，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叙
事（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语言学转向”标志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划时代的社
会学的文化主义转型（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很多社会理论家都
声称，主体是在辩谈中（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ｌｙ）构成的，经验是一个语言学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事件（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１：７９３）。就合法性来源而言，档案和书面
媒体构成了社会学的经验基础，并继续构成作为科学的社会学之基础。
当然，这些有关社会和文化的思维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产生了大量有

力的研究纲领（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而且，他们对理性实证主义的坚持也随
着时间而改变。其中各种解释范畴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分析路径，
而且它们的技术可以应用于不同领域。然而，无论是倾向于唯物主义
还是倾向于理念主义，许多社会学家都忽视了两个问题：（１）它们的科
学收获所付代价是现象学和美学的洞见，即对人们彼此之间的实际互
动以及人们与通常构成他们的行动和秩序情境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实际

互动的洞见；（２）它们的文化模型———如果它们曾有过此模型的话———
仍然严格地保持着表象性，也就是说，这些文化模型是建立在作为外在
社会秩序的某类再现或反映的规范性文化概念的基础上的。
换言之，相对于人类学家（例如伊利亚德、特纳）、哲学家（例如卡西尔、

古德曼）及传媒理论家（例如麦克卢汉），社会学较晚意识到其自身内部
的局限，而且实际上并没有在感觉成形（ｓｅｎｓｏｒ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领地中
耕耘。包括视觉在内的感官的、物质的和美学的领域，干脆就不被严肃
的社会学学术视为基础（参见ｄｅ　ｌａ　Ｆｕｅｎｔ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２００８：３１５）。它
至多曾是或多或少图式化的符号表象，而不是形塑文化的社会学想象
力的表演性呈现（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身体的物质性曾被视为
理所当然（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１：５）而不被更多地探讨，空间和地点则与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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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并因此被还原为简单的物理因素（Ｌｗ，２００８）。图像（ｉｍａｇｅ）曾
是“缺席的在场”（ａｂｓ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Ｌｕｒｙ，１９９８：２）。结果，社会学可
能看起来像是一个狭小的领域，一个由科学言谈构成的封闭而专业的
领域（Ｓｅｉｄｍａｎ，２００１：ｖｉｉ）。
因此，这一学科变得相对短视，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都十分保守，尽

管它公开表现出其“进步”的社会与政治进取心。在经验上，两个引人
注目的社会现象使社会学措手不及：（１）由于（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数码革命，
文化中的图画转向（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取得了划时代的变化，
（２）“模拟”（ａｎａｌｏｇｕｅ）文化迅速繁衍，一如文化的一系列持久的“传统”
物理形式的附件一般。这些附件尽管因为文化而被记录，而且还与文
化一起共存（参见Ｂａｒｔｍａｎｓｋｉ，２０１１；Ｍａｇｕａｄｄａ，２０１１；Ｃｏｎｒａｄ，２０１１；

Ｓａｄｉｎ，２００７；Ｂａｒｔｍａ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２０１３）。与此同时，文化研究
和文化人类学对这些趋势所做的反应更加及时和大胆。在探讨杰伊所
谓“视觉政体”（ｓｃｏｐ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ｓ）方面，文化的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显著。类似地，这些领地在视觉实在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内部和外部众多影响的扩展，并未启发相应比例的、对
社会学主导范式的重新思考。关于社会关系（ｓｏｃｉａｌ）在一般意义上如
何不仅以语言，而且以视觉和感觉为媒介的主题，尚未得以理论化。社
会学不仅坚持将社会的知觉完形（又译为格式塔，Ｇｅｓｔａｌｔ）排斥在关于
其合法性科学指标的主要知识库之外，而且持有相对固化的诠释学、现
象学传统，切断了这些传统与标准化的“主体间性”方法论之间的联系。
只有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真正的文化社会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才出现，主流社会学才开始承认社会学行动的这些所谓的次
级注册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例如，通过将物质性与被曼海姆所忽
略的文化社会学的知觉联系在一起（Ｌｗ，２００８），或者通过重新聚焦于
我们对作为客体的文化对象（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的理解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２０１０）。
为了填补这一知识欠缺以及回应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一些当代社

会学家开始研究“视觉的秩序”（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ｅｉｍｅｒ，２００２）、“图像
文化的崛起”（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ａｎｓｓｏｎ，２００２）和“外观的社会
‘权力’”（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ｏｆ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ｅｅｌ，２００７）。一般意义上的
视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和视野（ｖｉｓｉｏｎ）、景象（ｓｉｇｈｔ）、展览（ｄｉｓｐｌａｙ）、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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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ｃｔｕｒｅ）和感觉（ｓｅｎｓｕａｌ）等问题小心翼翼地进入社会科学文献
（Ｂｒｅ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ｙ，１９９６；Ｈｏｗｅｓ，２００５；Ｊａｙ，１９９４；Ｌｕｒｙ，１９９７；

Ｍｅｓｓａｒｉｓ，１９９７；Ｒｏｂｉｎｓ，１９９６）。然而，我们注意到，这第一次对视觉
性的日益关注并没有在如下问题上引发系统性的、认识论的反思：视觉
性如何与语言性相联系，以及视觉性是否能够独自把社会表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１的秩序结构化。社会理论家声称，尽管视觉研究一直
在膨胀，视觉环境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被忽视了的
（Ｃ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０：１２１）。另一些社会学家意识到，尽管很多关于社会建
构的理论都与景象（ｓｉｇｈｔ）相关，但很少有理论在知觉方面做过持续的
研究（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２０１１：１８７）。艺术和人文领域的媒介理论家始终觉
得必须提醒社会科学家，“语言并不外在于图像，而是就在图像的背后”
（Ｇｒｏｙｓ，２０１１：９４）。简而言之，如果视觉性最终被命题化并被经验地
认同为一种关键的社会地基（ｓｉｔｅ），那么它仍然存在理论化不足的问
题。它之所以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是因为它要么束缚于唯物主义概念
的霸权，要么受限于把文化理论化的表象—结构主义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的遗产（Ｋｅａｎｅ，２００５）。摆脱这些困境的出路是打造一种
文化社会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这种文化社会学将以物质性而非唯
物主义作为其核心的、自主的范畴之一。

１．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兼有语用学中述行、视为和戏剧理论中的表演两层意思，此处译为表演是因
为本文重视视觉性。———译者注。

本文意识到了这一复杂挑战，追溯了这一相关问题的理论背景的谱
系，提出了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纲领。本文的目
的并不是要用全新的观念来代替表象（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与话语，而是要对
它们进行反思，并水平而非垂直地将它们与如下现象联系起来，例如，客
观物质特征、空间和事物关联的可见性（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以及受外部生活质
量影响而偶然变化的主体知觉模式。在陈述一些文化的社会学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主要理论之后，我为文化社会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提供一个符像学的（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框架，它将严肃地对待物质性
和视觉性，并意图将这些范畴插入社会学理论的主流线路（ｍａｉｎ　ｗｉｒｉｎｇ）
书写中。这一框架的要旨可以总结为两点：（１）作为一般性的物质性和
作为特殊性的视觉性构成了人类行动和社会秩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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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个维度以它自己的术语来表述表象的经济学，它既使以下两方面
成为可能，又限制这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可以被阐明（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和表
演（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２，另一方面是阐明和表演在特定语境下如何奏效。（２）视
觉性和语言性，表面和纵深（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是基本的意义互构，并不
是对立的行动模式或者制度的不同层面。如果说当下的社会科学领域
对这两点都并不完全陌生，那是要归功于基恩和米勒的开创性著作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５；Ｋｅａｎｅ，２００５），我将在结尾处回到他们的观点上来。

２．在此被动语态的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一词，兼有语言学的施为、述行和戏剧理论的表演两层意思。
因为本文重视视觉性，所以将它译为表演。在这个词前面的、被动语态的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一词，意
思是可以用语言清楚地表达出来。将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作者意图从狭义的语言学走向语
言与感官和物质的交接处。———译者注。

然而，这些新的发现还远没有成为当下社会学的常识。这其中的一
个原因就是固有的二元论及其多重遗产的持续存在。标准的现代范式
系统地将审美性和物质性边缘化为装饰性的或者陈腐的，并把图像视为
虚假的，以“压抑图像的潜在语言学欲望”（Ｇｒｏｙｓ，２０１１：９８），后现代批判
思潮则倾向于庆幸现如今图像“已经超越了语言成为最重要的表意分
野”（Ｃ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０：１１２；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９５）。他们要么走到另一极端，为图
像成为霸权政治的实践工具而感到惋惜（例如Ｓｋｌａｉｒ，２０１０）。我认为，在
传统的现代（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和后现代（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姿态之间的对立，
是另一种二元论式的思维。因为，它仍然限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
需要明确地界定一个更少规范性且具有更多维度的选择的思路。我们
并不需要预先设置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是需要认识相关因素的综合优
势。无论是隐匿语言／话语还是隐匿知觉／物质性都意味着不是对二元
论思想的超越，而是二元论思想的再生产。本文意在展现话语的／推理
的和知觉的／情感的，是如何联合（ｊｏｉｎｔｌｙ）并同时地（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形
塑我们赖以生活的集体表象的。
在下文中，我认为社会学家可以通过研究符像性（ｉｃｏｎｉｃｉｔｙ），特别

是通过揭示各种社会符像如何产生和维持，来识别这两个领域所相互
构成的路径和模式。诸符像基于构成它们的、视觉的或者可见的物质
客体，将物质化意义和集体意象（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ｅｒｉｅｓ）浓缩其中。获得
一种符像学的觉察意味着一种理解，就像在促使事情发生方面许多自
负于“字词有夸大其词的魔力”那样，符像对事物亦有奇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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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ｔｍａ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２），其图腾制（涂尔干）并不仅仅有拜
物教（马克思）方面的功效，关于这些方面在社会学常规科学知识库中
已有存储，值得重新玩味和理解。与此同时，正如叙事的形式体现为其
内容的一部分一样，社会符号（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的物质表面或者形式参
与构成这些符号非物质深度的性格和社会学功效。
此外，符像现象提供了关于表象意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不同效力的洞见。这些意指与物质生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ｅｓ）以及表演
技术相关，前者在后者之中并通过后者得以出现。因此，文化中这种符
像观象的序列（ｒａｎｇｅ）揭示了一整套的有关文化“相对自主性”的多样性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此“相对自主性”是主流文化理论家们所公认的具有重
要历史意义的文化范畴（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９８６；Ｓａｉｄ　１９７９），也是极具社会学前
景的范畴（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３），但是这个范畴现在需要在经验的基础上加以
详述（Ｏｌｉｃｋ，２０１０）。而社会符像学（ｓｏｃｉａｌ　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使此系统详述成为可
能。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正如文化是“被不同地内化的”（Ｖａｉｓｅｙ，

２００８）一样，文化的功效亦随外部形式和物质牵连而不同（Ｋｅａｎｅ，２００５；

Ｈｏｄｄｅｒ，２０１２）。如果维西（Ｓｔｅｐｈｅｎ　Ｖａｉｓｅｙ）所言甚是，即文化如何作为社
会生活有效条件还没有被清楚地予以说明，那么，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我
们对于符号的物质性如何束缚并使其意义成为可能所知甚少”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２０１０：１８０２）。本文意图发掘这种混淆和缺失状况持续至今
的主要原因，以及我们如何通过图像的概念来填补这一知识空缺。
为澄清我的论证与其他一些重要立论有所不同的立场，并且表述

此立场的主要意义，我以连续的四步论证方式来展开：（１）简要地重建
一个二元主义思维倾向的特殊模式，即“经典现代”（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
形式的语言／图像二元论，并展示它是如何以及凭借什么而置语言性以
优势地位的，（２）讨论此二元论的“晚期现代”（ｌａ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版本，（３）分
析“后现代”（ｐｏｓｔｍｏｌｅｒｎ）对二元论的激进的逆转悖论，最后，（４）展示
文化 社 会 学 中 的 “符 像 转 向”（ｉｃｏｎｉｃ　ｔｕｒ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２００８ｂ；

Ｂａｒｔｍａ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２０１２），以便使我们能够对已得框架的重要
部分进行综合。

三、语言／视觉（ｖｉｓｕａｌｉｔｙ）二元论的“经典现代”形式

就文化科学而论，语言和图像的二元划分问题明确地始于卡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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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研究其符号形式哲学的过程中，他发现调和“视像
的直接性”（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和“思想的间接性”（ｍｅｄｉ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这一点还没有实现（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２０００）。用当代的意思来概述上
述观点即，卡西尔所关注的是话语的表象特征和知觉的直接具象化特
征之间的对比及关系。为理解这一假设在其提出的那个时代的革新性
和重要性，需要研究同时期社会学关于符号研究的主要理论。大约在
同一时期，符号互动理论的创始人米德，在其社会理论中给予思想的媒
介以优势地位。他的标志性陈述之一是：“我所知道的行为中，只有在
语言行为中个体是其自身的对象，并且在反身代词的意义上个体只有
在成为其自身的对象时才构成个体。正是这一事实给了沟通极其重要
的地位”（Ｍｅａｄ，１９６７：１４２）。
在此，语言绝对地被作为自我客观化的主要方式，这也反过来加强

了语言对于社会学而言重要的批判意义。这里没有提到自我客观化的
其他途径，如艺术或音乐，也没有提到使自我客观化成为可能并被社会
理解的客观条件。这在当时是典型的研究方法。米德所在的时代，彻
底地见证了“通过话语吸收图像”（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９５：２８）。这一状态持续
了很久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受到挑战，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例
如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产生了独立的社会
视觉研究（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８６：１５５）。视觉社会学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
产生（ＤｅＮｏｒａ，２００６：６５４）。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尽管人们对艺术和建
筑领域的自我客观化的符号史以及相当显明的历史的兴趣在上升，为
什么逻辑中心主义还是如此有影响力，如此难以改变，以命名这两个非
常突出且具有社会合理性的案例。
这一状况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宗教、哲学和科学因素造成的。由于篇幅

限制本文不可能就这一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但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相关
的权威论述（例如Ｊａｙ，１９９４；Ｍｏｒｌｅｙ，２００３：１４－１６）。一言以蔽之，笛卡尔主
义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的重要地位确保了词语（ｗｏｒｄｓ）与图像的对立。与希
腊和基督教的知识传统相反，这一视角对图像持怀疑态度，并在认识论上
倾向于话语。当代视觉文化研究者称，如果图像被理解为包含有思想的实
体的话，则它们是如此完成的，即“感觉地、直接地、生动地，以一种幼稚的
且无批判性的方式”（Ａｎｄｒｅｗ，１９９７：ｖｉｉｉ）。
这一关乎人类生活的二元分类是由被麦克卢汉称为古登堡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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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　Ｇａｌａｘｙ）的制度化的影响因素组成的。在欧洲，随着启蒙
运动，让文艺复兴变得黯然失色，文艺复兴中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果不是
过时的符号也成了矛盾的人物模型。现代批判（ｃｒｉｔｉｃａｌ）理性的突显
以及其在主题上区分为社会的和政治的运用都与“会话（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的时代”的优势地位而不是知觉（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时代相联系（参见

Ｃｒａｖｅｒｉ，２００６），并且通向了“批判话语（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文化”，而
不是关于视像（ｖｉｓｉｏｎ）的批判、欣赏或否定（参见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１９８２）。社
会科学在其出现后即使自身成为广泛的文化领域的话语批判的一部

分，并随后成为文化批判的一部分。由于他们产生自欧洲启蒙运动创
始神话的认识论及政治野心，社会学家起初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隐藏
结构（ｈｉｄｄｅ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潜功能（ｌａｔ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深度表演（ｄｅｅｐ
ｐｌａｙｓ）及话语形式（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这些都是那些承诺“真实”
见解反对肤浅印象的主要的社会学分析。这与知识（ｅｐｉｓｔｅｍ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与意见（ｄｏｘａ／ｏｐｉｎｉｏｎ）的二分是一致的，这一划分是西方哲
学自产生之初的合法性工具。
事后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认清这一情况的两个后果。第一，量化的

努力，解释及操控社会事实优于解释并理解社会事实。当解释性方法
看似必不可少且文化现象是主题的时候，社会学家给予文本以优势地
位，视文本为文化模型（Ｒｉｃｏｅｕｒ，１９７０）。第二，如果视觉研究完全成立
的话，那么它主要聚焦于被限定的图画艺术（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表象
及习用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ｓ）。这里主要的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范畴是“反
映”（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从如此被定义的科学优先的观点来说，这些被个体及
群体设计出来的、视觉性的、表达性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美学的实体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典型地“反射出”（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权力的动机和结构，并且／或“映
照”出（ｍｉｒｒｏｒｅｄ）它们可能性的各种条件。换言之，视觉实体大多是被
动的产物。对视觉实体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为什么创造图像，是什么创
造了图像，而不是关注图像自身是如何生产的。
此外，由于视觉媒介永远也不能被完美地再现（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且由于

它们在本质上是模仿性的，使得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这些有影响的思想
家们大多明确地认为，与言语行为比起来，视觉行为是不够充分的
（Ｂｅｌｔｉｎｇ，２００１），视觉的和感觉性的社会意义仍然没有被认识到，或者
至多是在理论的及经验的意义上被认为是次要的。特别是受黑格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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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影响，黑格尔视艺术为“思维的亚形态”，马克思批判性地视物
质为商品拜物教的媒介，当真正的视世界为其本来的样子时社会学和
社会哲学大都变为了“失明的”学科。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者韦伯在
其祛魅理论中也将感觉排除在严肃的理论讨论之外。因此，二十世纪
的社会科学在排除偏见的方面进展甚小，即便是一些关于它的主要表
述也被作为过度的表现“理性对图像的吸收”的工具（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８６）。
在社会学中，如果考虑到视觉面（ｖｉｓｉｂｌ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那么视觉面大部

分是被作为因变量的。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视觉面具有很少的内在价
值，表现出的是肤浅的内涵。社会实在的可见外壳是第二性的，是超结
构的或次结构的，而不是本质的、内在的，因而是“真实”的。这一社会
现实主义具有其优点，当然也存在盲点。卡西尔认为，其主要局限之一
便是，借以“普遍决定的、客观可测的品质”代替我们感知的“具有表现
性的品质”（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进而“否定了我们的感知的个体主体
性”（参见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２０００：ｘｘｘ）。西方的哲学传统历来为社会科学提供
资料，其抽象的理论及其语言表达被视为对抗直接信息（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和审美输入（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ｐｕｔｓ）的重要工具，因此，当其未
经检验时，便会导致错误的和有害的着魔（例如Ｂｕｒｋｅ，１９９８）。这正是
为什么社会科学的基本叙事倾向于亵渎感觉（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而净化话语
的原因。与此同时，社会学视其主要的研究主题现代性为一个必然的
祛魅过程。

表１：经典概念二元关系
Ｖｉｓｕａｌｉｔｙ 视觉 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ｔｙ 语言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具体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抽象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经验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认知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直接的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间接的、媒介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非线性的 Ｌｉｎｅａｒ 线性的

Ａｎ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非逻辑的 Ｌｏｇｉｃａｌ 逻辑的

Ｉｍｉｔａｔｉｖｅ 模仿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分析的、解析的
Ｓｅｎｓｕａｌ 感觉的 Ｎｏｅｔｉｃ 智性的

Ｉｎｅｆｆａｂｌｅ 无法形容的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可清楚地表达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 现象的 Ｎｏｕｍｅｎａｌ 本体的

　　贯穿整个现代，这一基本分类在社会科学中毫发未损地保存下来，
仅有一些例外，即关于物质性完善的经典理解、人类学的礼物研究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１９６１ ［１９２２］）、社 会 学 中 的 图 腾 象 征 论 （ｔｏｔｅｍ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９５［１９１２］）。语言与图像的不稳定关系仍是
“一对真实的对立张力”（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９５：１０６）。这一张力可以启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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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呈现为两个表格，这两个表格是由对立的知识修辞构成的，这些对立
的知识修辞使得社会科学得以根据主要的观念范畴和方法论范畴组织

起来（见表１及表２）。在它们纵使渴望富有启发性但还是过于简单
化，从而可能在今天对我们构成冲击这个意义上看，它们（这些二元论
的对立范畴）既揭露了过去观点的图式的不可成立性，也揭示了最近的
视觉研究话语的成功手段，后者寻求把涉入社会科学的所有范畴问题
化，并重新安排我们对这些范畴的理解。

表２：经典方法二元关系
Ｐｉｃｔｕｒｅ 图画 Ｔｅｘｔ 文本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物质的 Ｉ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非物质的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必定的物理性质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ｉｇｎｓ 恣意的符号系统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表面质量 Ｄｅｅ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深层参照

Ｉｍａｇｅｒｙ 意象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叙事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主要为含蓄的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ｖｅ 主要为意指的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主要为审美的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主要为信息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反射的感觉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构成的思想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范式的聚合 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　Ｆｌｏｗ 组合性的横流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共时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历时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现象学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结构主义

　　这些人为划分的暗含力量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它转化为科学工
作和知识竞争的更严格的划分。因此，在现代社会学的发展中，视觉现
象成为“被忽视的领域”（Ｅｍｍ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０：ｉｘ）。唯一值得学
术研究重视的视觉现象是神圣产物的“高雅文化”。即便如此，社会学
也在很大程度上将视觉问题降低为对艺术史的描述。这些问题往往都
伴随并与狭隘的美、和谐、具有时空限制的风格的问题混为一谈。
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关于艺术史的开创性研究是这种经典现代

方法的高级形式，基于通过叙事来掌握图像（参见 Ｇｏｍｂｒｉｃｈ，２０００；

Ｐａｎｏｆｓｋｙ，１９６２）。这一研究引起了之后半个世纪的争论，正需要像
《无需字幕》（Ｎｏ　Ｃａｐ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ｅｄ）这样的著作出现来给予视觉上的感
性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社会调查以合法地位（Ｈａｒｉ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ｕｃａｉｔｅｓ　２０１１）。
难怪，直至最近，文化社会学家（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才发现，为了有效
地研究视觉现象，超越艺术的历史基础是极其必要的（Ｃｈａｎｅｙ，２０００：

１２２）。同样，也是直到如今社会学家才意识到，“过去的两三个世纪以
来，审美经验的制度性‘官方’框架不可思议地一直没有发生过任何改
变。作为适合于审美经验的生产而已被标示为西方文化的那些情境的
规模和形式都是惊人地狭小而僵化”（Ｇｕｍｂｒｅｃｈｔ，２００６：３１４）。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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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家埃米森和斯密斯在指出了现代西方方法关于视觉研究的局限之

后强调，无论多么复杂的艺术史视觉研究，都达不到社会学的要求：
“社会世界的视觉性方面可能比贡布里希所设想的还多。

贡布里希所声称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图像将代替文字的新
的历史时代’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正如许多其他学者一样，他
常识性地将视觉（ｖｉｓｕａｌ）研究等同于图像和一种我们将暗示
为二维可视化数据的各种表象的研究……事实上，除了照片、
广告和电视节目之外还有很多形式的视觉数据。物体和建筑
物像图像一样承载了视觉意涵……视觉研究与其说只是对图
像的研究，毋宁说对看见的（ｓｅｅｎ）和可观察到的现象的研
究。”（Ｅｍｍ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０：ｉｘ）
通过米歇尔的记载可知，当代媒介理论家强调贡布里希是第一个将

媒介作为信息的人，但这一点从未得到过明确的理论论证（Ｇｒｏｙｓ，２０１１：

１００）。然而以当代社会科学的标准来评价贡布里希可能是不公平的，社
会学家仍不得不将他们关于视觉的观念与贡布里希的研究相对比不仅

是因为贡布里希在这方面的研究造诣，同时也源于社会学本身在视觉研
究方面理论的匮乏。事实上，贡布里希的艺术史分析是富有洞察力的并
为社会学家提供了足够的信心。例如，在“理性的梦想”（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中，他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符号研究不仅在说明其象征（ｅｍｂｌｅｍｓ）
的美学意义而且在说明大的社会运动。问题是贡布里希本人反对对其
方法的扩展研究，他的方法是为特定的用途而提出的特定方法，他非常
清楚这些方法仅是作为理解“象征主义的常规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Ｇｏｍｂｒｉｃｈ，２０００：１６９，ｉｔａｌｉｃｓ　ａｄｄｅｄ）。有理由推测，贡布里希意识到了超
越传统艺术史方法的重要性。他的反直觉概念（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的“模糊半影”（ｐｅｎｕｍｂｒａ　ｏｆ　ｖａｇｕｅｎｅｓｓ）描述了文化实体能够加深社会关
注的情境，并引起了社会学上的共鸣，这一点也似乎说明了上述观点
（Ｇｏｍｂｒｉｃｈ，２０００：１７９）。总之，贡布里希仍是具有影响的杰出的艺术史
学家之一。

四、语言／视觉二元论的“晚期现代”形式

如果说，贡布里希不愿意对其视觉研究做社会学的解释，并且较少
地将其与语言学的知识偏见相联系，是典型地受到语词／图像二元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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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支持的科学分工的影响的话，那么，试图开展贡布里希所回避的这
两个问题的努力或许可被视为晚期现代的议题。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
可能就是罗兰·巴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他可以被视为大众社会物质
象征主义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的开创者。他对于其所
谓的现代流行神话的视觉构成的系统关注是关于视觉的和物质的研究

的早期社会科学项目之一。罗兰·巴特是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
他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更具有文化性的概念，即“社会学的想象力”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这一概念避免了宏观系统功能主义的还原
论以及关于社会生活的纯唯物主义理解（ｄｅ　ｌａ　Ｆｕｅｎｔ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２００８：３１５）。３然而，即便是罗兰·巴特的复杂符号学（ｓｅｍｉｏｔｉｃ）框架也
是深受了上述经典二元关系的影响的。例如，当他将晚期现代社会的
视觉符号学描述为人际交往的“不费力的系统”，并涉及到“语言的复杂
逻辑编码”时，他认为后者更具有深度和稳定性，因此贬低了前者的代
理性（ａｇｅｎｔｉｃ）和经验意义。考虑到语词（ｗｏｒｄ）／图像二元论的历史背
景，前述的特质可能具有模棱两可的含义并强化了旧的分类。４

３．一个有趣的讽刺是，在一般情况下，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即使在最顺畅的知识脉络中，对
视觉也并不是思想解放的。正如马丁·杰伊（１９９４）所指出的，在法国，时代精神（Ｚｅｉｔｇｅｉｓｔ）
是由罗兰·巴特正在写作时所标志的“视觉的诋毁”。

４．在文化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主张图像的" 类比的" 的性质使其在使用中免去复杂的翻
译的必要性（见Ｇｉｅｒｓｔ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Ｏｏｓｔｅｒｂａａｎ，２００２：６４）。

对于罗兰·巴特本人来说，对传播的关注意味着主要聚焦于图象，
这清楚地界定了意向性（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无疑是可以被假设的（例如，广
告）。大众传媒符号理论的这一值得称赞的延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
一种不利因素。之后的研究显示，即便是在广告的范围内，这样一种假
设也不能永远保证是正确的（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４：２６４）。作为一位先驱，
罗兰·巴特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至少可能会觉得在这一方面倾
向于悬置他的判断。像他那样用“图象的修辞”（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ａｇｅ）来
社会学地解释视觉现象已经足具开创性了。这一词语的选择为他的视
觉研究方法贴上了标签，也是他的研究基础的典型表现，在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语言性，其本质是文化的表象理论。修辞一直以来就是一种话
语操纵，是一系列使人的叙事趋向于其意图的技巧。因此修辞在没有
涉及到视觉性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具有了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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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罗兰·巴特为文化理论发展了一种“阅读”
广义意义上的图画（ｐｉｃｔｕｒｅｓ）的方法，而不是一组整合视觉的构成物的
体验性、经验性特质的程序。从主体的意义上来说，其学术成果的“不
严肃的”文化基础导致罗兰·巴特没能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主流社会
科学家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无疑是关于我们如何想象我们属于某个社会、某个民
族的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但是在其中从未系统地研究过图画经验
以及文化神话的多种视觉构成的问题。此外，它对语言的表述也不是
完整的，像其学科通常所为的那样，它边缘化了口头表达（Ｗｏｇａｎ，

２００１）。直到最近，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主流社会学家才将视觉性和物质
性列入其分析范畴，在国家感知和美学革命主题下研究这些现象（例如

Ｚｕｂｒｚｙｃｋｉ，２０１３）。这也没能够给予视觉性以相对自主性，且其对物质
性的理解从未离开过现代社会学，也限制了其他一些意图“社会学化”
视觉现象研究的成熟的理论家的视野。
例如，罗马·哈瑞近期关于语词／对象（ｗｏｒｄ／ｏｂｊｅｃｔ）关系的理论。

他的社会学研究主题是视觉的“对象”而恰恰不是图画（ｐｉｃｔｕｒｅｓ）。他
还提出了一些鲜明的反物质主义观点，例如，他提到“并不是科技形塑
了社会世界，而是依据社会安排需要而使用科技”（Ｈａｒｒé，２００２：２４）。
然而，最后他倾向于减少“社会安排”对叙事性的形塑。这一点在他的
主要命题中非常明显，由此引出了他的其他更为详细的观点：“一个客
体（ｏｂｊｅｃｔ）通过其在一个叙事中的嵌入而使之从一块材料（ａ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ｓｔｕｆｆ）转换成一个社会对象（ｓｏｃ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各种物质性的东西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ｈｉｎｇｓ）仅仅因为它们被嵌入（ｅｍｂｅｄｄｅｄ）在叙事的语境之中
而有了魔力（ｍａｇ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ｒé，２００２：２５）。问题的关键是，与贡
布里希不同，哈瑞没有充分考虑两个社会条件：（１）语言指涉的不稳定
性既受语言灵活性的影响也受语言与视觉实践的缠绕的影响；（２）一个
给定物体转变为社会客体同样受到包含它的视觉／物质、空间背景、非
语言的沟通渠道的影响。他的社会嵌入概念假定了一个语言处在顶层
的认识论层次。但是，在这里，“视觉事物的魔力”的内容比哈瑞想象的
要更丰富。他排除了社会客体是由除了叙事之外的其他因素产生的可
能性。无论如何拓展我们的想象空间，他却排除了如下的可能性：各种
社会客体可能不会只存在于我们所生产的有关这些社会客体的各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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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哈瑞的理论无法促使我们把客体的文化身份概念化为一种突生
的多维度特质，后者源于客体与复杂的集体表象网（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ｅｂ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的共生关系，在这一集体表象网中，语言
系统与其他意义存储器（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共同发生作用。哈瑞甚
至比罗兰·巴特更强调语言对社会上一切事物的抽象能力。他太轻易
地屈服于语言公式的神奇力量，据此，“视觉物体”只在“看不见的话语”
的意义上才具有意义。他关于词语／图像关系的理论轻视了这样一个
事实，即我们赋予事物的意义受到整个感觉宇宙（ｗｈｏ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ｏｆ
ｓｅｎｓｏｒｙ）和印象性质（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的影响。

“晚期现代”有关物质性和视觉性的各种概念在向关于图像和物质
的社会学理论迈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它们拓展了传统的方法论
并引入一些新方法。它们开始将视觉与语言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甚至
是有倾向性的联系。作为西方文化批判话语的真正继承人，后现代作
者使用了新的社会批判形式，如居伊·德波（Ｇｕｙ　Ｄｅｂｏｒｄ）的资本主义
景观社会研究，福柯的全景的现代监控研究。就罗兰·巴特而言，我们
可以说他的去话语中心性是史无前例的，“现代神话”的分类和他对视
觉性的关注将词语／图像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我也同样力图说明，
尽管改变“经典现代”范式是很必要的，但这些晚期现代概念不足以构
成完善的视觉社会学，视觉社会学能够为“图像的修辞”（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ａｇｅ）提供一种“物质文化”的系统研究。社会科学以后现代转向
来测试这一激进的选择。

五、后现代激进主义悖论

首先，无论是在认识论上还是在主题上，关于视觉研究的比较激进
的方法都来自于美国文学家汤姆·米歇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概
念“符像学”（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这为视觉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米歇尔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９５：２４）认为，语词和图像之间的张力呈现了视觉“被抑制
的历史，视觉总是会被还原为不受控制的现象”。他（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８６：

１５８）声称，“正是出于要思考图像的所有‘不纯粹的’（ｉｍｐｕｒｅ）形式这一
意图，才将符像学家与艺术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区分开来”。换
言之，物质性潜在的全谱，也即全部面向，都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米歇
尔在理论上对这一比喻和修辞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他强调“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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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ｎｇ）视觉，而不是“解码”（ｄｅｃｏｄｉｎｇ）视觉。显然存在一种
对图像和语词的传统本体论划分的彻底重构，并承认美学的（现象学
的）和认知的（结构主义的）的融合（ｍｅｒｇｅ）不可避免（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８６：

１５８）。米歇尔在他随后的著作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５中继续了这一论述，
他论证道，“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尽管纯粹化介质的冲动是现
代主义的一种核心的乌托邦式行为”（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９５：５）。这种纯净化
恰恰是强化笔者前述的那些二元关系的部分原因。尽管米歇尔在他早
期的作品中热衷于视“艺术品”为经验的产物，同时并没有系统地论证
在非艺术的社会学语境下美学的和认知的“融合”是如何发生的，但是
他的著作几乎仍独自影响了二十世纪末争论的转向。

５．汤姆·米歇尔（Ｗ．Ｊ．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继１９８６年出版了Ｉｃｏｎｏｌｏｇｙ：Ｉｍａｇｅ，Ｔｅｘ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之后，又于１９９５年出版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Ｖｅｒｂａｌ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虽然两书的中文版在国内分别于２００６年（后者，陈永国、胡文征译）和２０１２年（前者，陈永国
译）出版。但本文译者、校编者等都觉得中译文存在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正如互联网上流传的
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图像的晕头转向：对米切尔的理解与误解———所象征的那样），故此
译文仍沿用英文版，至于两书中标题所涉及的关键词所对应的中文，参见前文及此组论文的
相关注释。———编者注。

在此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历史背景。米歇尔的观点在其提出之初
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时社会理论的重大转向主要受到１９８９年事件的影
响，包括社会学内部文化分析的发展。米歇尔为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
定性空间并提供了一个临时的明确立场，即“符像学”，借此能够扩展视
觉研究的理论论述。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新的独立立场似乎打破了语
词和图像的二元划分的基本原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后现代
主义正处于其社会理论的巅峰时，他将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以符像学来
超越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的比较研究，并进入研究作为由语言和图像
共同构成的人类主体的基本建构。”（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９５：２４）
尽管如此，对于米歇尔来说，“符像学”在他的学术生命的后期似乎

失去了价值。“图画”（ｐｉｃｔｕｒｅ）逐渐地在其理论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因
此，他将这一转变描述为“图画转向”（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ｔｕｒｎ）。此举意味着他选择
了一种更具整合性的“符像学”理论。为了使他的这种研究转向不被质
疑且使其与潘诺夫斯基及其同事的理论相区别，米歇尔将“图画性”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置于重要位置并随后写了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如果说传统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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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学抑制了图像的话，那么后现代符像学则抑制了语言”（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１９９５：２８）。这与他所推动的更广泛的后现代主义运动相一致。后现代
主义运动坚持认为，我们称之为后现代的那些“分离的和碎片化的文化
最易以视觉的方式来想象和理解，正如十九世纪主要是由报纸和小说呈
现的一样”（参见Ｇｉｅｒｓｔ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Ｏｏｓｔｅｒｂａａｎ，２００２：１３）。
后现代社会学家在这一方面发起了很多争论。首先，我断定图画

的（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社会系统与叙事毫无关系（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Ｊｅｎｋｓ，２０００：２３）。
第二，一个主张被得以衍伸为“社会变迁被替换为诸图像中的变迁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ｍａｇｅｓ）”（Ｇｉｅｒｓｔ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Ｏｏｓｔｅｒｂａａｎ，２００２：４８）。第三，那
似乎是纯粹的操纵性的观察改变了关于自我和社会的观念（Ｌｕｒｙ，

１９９８）。第四，我们正在见证着视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和全景空间（ｐａｎｏｐｔｉｃ
ｓｐａｃｅ）的终结，因此也就是景象（ｓｐｅｃｔａｃｕｌａｒ）的终结（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１９８３：５４）。最后，视觉转向（ｖｉｓｕａｌ　ｔｕｒｎ）近期被宣称为意味着分析框
架从“意义”到“在场”的转变（Ｍｏｘｅｙ，２００８：１３２）。这一后现代转向看
似既具有充分的基础又有开创性。它由于提供给人们期待已久且包装
精美的批判旧的僵化的认识论框架的理论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样地
它也引起了重要的论战（Ｍｉｒｚｏｅｆｆ，２００９：５）以及一定程度的混乱。图
画真的是非叙事性的实体（ｅｎｔｉｔｉｅｓ）吗？景象（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真的终结了
吗？“在场”能够被视为“意义”的对立面吗，或者说是一种缺乏意义的
东西？这些问题一旦被提出，很容易就得到否定的答案。比如就基思
·莫克西（Ｋｅｉｔｈ　Ｍｏｘｅｙ）的观点来说，新的论点不过是以一种新的扭曲
的方式重现了旧的二元关系，而不是对旧的二元关系的超越。尽管“晚
期现代”时期的各工程都显得走得不够远，但各种后现代的方法，看起
来已经在科学上做好了接受至少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所带来的风险的

准备，并为此而在规范上跃跃欲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后现代理论都
不断地将视觉问题推向极端。例如，西莉亚·卢瑞就建议说，我们并不
是要完全替换掉叙事的综合文化，而是要研究其与视觉的修补性的文
化（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的共存关系（Ｌｕｒｙ，１９９８：２２３）。然
而，“共存”对于记述两者之间复杂的反馈而言是一个过于被动的范畴。
在米歇尔的例子中，潜在的、附带的危险是视觉性的窄化

（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甚至异化（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特别是在“图画性”（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
的术语中重构视觉性导致了这一危险。米歇尔自己最近也强调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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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他表明“图画转向”被“经常误解为仅仅是所谓‘视觉媒介’地位上
升的标识”（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２００８：１６）。虽然这样一种自我反身性（ｓｅｌｆ－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使小心谨慎的思想家们得以区分，但是对“图画转向”的潜
在及事实的误读可以部分地归咎于米歇尔自身的理论选择。其他一些
学者发现他试图通过指出存在很多图画转向来校正这一问题（参见

Ｍｉｒｚｏｅｆｆ，２００９：５）。与此同时，那些支持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发生更为
激进的转向的人认为，戈特弗里德·玻姆（Ｂｏｅｈｍ，１９９４）的“符像转向”
（ｉｃｏｎｉｃ　ｔｕｒｎ）理论可能比“图画转向”对我们来说具有更好的引导作用，
因为它“对视觉对象的把握使得其能够更有效地捕捉生活的感觉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ｌｉｆｅ）”（Ｍｏｘｅｙ，２００８：１３７）。回荡在社会学中的这一争论一
直受到对象的“代理”（‘ａｇｅｎｃｙ’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ｓ）研究的影响（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

１９８６；Ｌａｔｏｕｒ，２００７）。换言之，后现代激进主义的悖论通过将社会科
学推向另一个极端（“对语言的抑制”）而再生产了语词／图像二元论。
通过对语言的征服以及对传统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后现代主义者倾向
于在历史上及技术的意义上建立范式的转换，而不是提出一种关于图
像－语词关系的新的综合性的理论。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试图不再强调语言并与语言竞争的

主要的后现代主义流派似乎受到初学者的热情的反讽性影响。后现代
理论家们可能抵抗得太强烈了，使得符像转向更为显著。玻姆的哲学
符像学和汉斯·贝尔廷（Ｈａｎｓ　Ｂｅｌｔｉｏｎｇ）的图像人类学研究使得该转向
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选择。亚历山大（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的“符像意识”
（ｉｃｏｎ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的概念描绘了其社会学的适用性。

六、“符像转向”（ｉｃｏｎｉｃ　ｔｕｒｎ）及文化社会学的物质性

当看起来米歇尔“坚持图像与语词对立的悠久传统”（Ａｎｄｒｅｗ，１９９７：

ｖｉｉ）时，以及———因此———“图画转向”（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ｔｕｒｎ）看起来不能给予新
发现的视觉的复杂性以全面公正的评价时，其他一些可选择的概念开始
受到关注。其一是“表演理论”（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例如Ｒｅｉｎ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ｃｈ，１９９８），另一是由雷吉斯·德布雷（Ｒｅｇｉｓ　Ｄｅｂｒａｙ，２０００：３）提出的
“传媒理论”（ｍｅｄｉｏｌｏｇｙ）。然而，自从《什么是图像》（１９９４）发表之后，玻姆
对“符像”（ｉｃｏｎ）这一视觉诠释学（ｖｉｓｎ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核心概念的坚持开
始对社会学产生影响。尽管玻姆倾向于以“绘画人”（ｈｏｍｏ　ｐｉｃｔｏｒ）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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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并像米歇尔一样，定义他擅长于在艺术经验的区域，他的整个研究
计划应被视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符像转向”。这是因为玻姆认为符像性
（ｉｃｏｎｉｃｉｔｙ）在没有放弃意义的观念、表象及物质性的同时重新思考了图画
之表象（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潜在逻辑。他反思并对它们进行了重
新排列。
根据符像性，对各种图画实体（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的诠释强调了诸图

像（ｉｍａｇｅｓ）之生动的、自证的（ｄｅｉｃｔｉｃ）能力。通过该术语，人们可以重建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感觉表层如何揭示以及共构（ｃ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意义的深度，使
意义变得可以被掌握并具有社会相关性。这一概念定义了图像之象征
作用的（ｓｙｍｂｏｌｉｃ）边界，其作用被认为是开放的且具有渗透性的。因此，
玻姆具体研究了语言的有限性和复杂性，与视觉的互相制约关系，而不
是以图像来“抑制”语词，或者如像鲍德里亚（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也许会做的那
样，完全“消溶”（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它们之间以及相关媒介之间的界限（参见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１９８３：５４）。他的理论的这一核心要素被“符像差异”这一概
念复杂化了。如罗马·哈瑞所言，与对表演性的更大的强调及视觉的经
验性质一起，玻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一种涉及物质客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的外部诠释性的认知不仅仅具有被叙事化地建构起来
的“各种额外赐予”（ａｆｆｏｒｄａｎｃｅｓ）。他还指出“对象”（ｏｂｊｅｃｔ）非凡的社会功
效不能勉强地被仅仅归类为纯拜物教的，就如马克思、本雅明及他们的
追随者所做的那样。对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见的物质性而言存在着一
种独立的力量。同样地，这一概念化尽管哲学味太浓重，但的确可能比
米歇尔的概念更具有实际的社会学功用。特别是在如下的情况下：（１）
“视觉从未在纯粹的状态下被体验”（Ｍｉｒｚｏｅｆｆ，２００９：３）；（２）“视觉经验不
是关于个人欢愉的孤立的独白”，而毋宁是“一种包括融合了围绕着艺术
家、题材和观察者等各种视域（ｈｏｒｉｚｏｎｓ）的综合性对话的实现”（Ｈｅｙ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ｙｗｅｌｌ，１９９９：１３）。
简言之，玻姆的工作已经表明，图像的社会本体论既没有被功能主

义也没有被拜物教论所耗尽（参见Ｓｅｅｌｉ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ｈｅｌ，２００５）。他提出了一
种视觉分析模型，以及物质文化研究的概念基础，依据他的理论，广义上
被设想的图像是指具有一种超越控制人类的力量的复杂的物质－文化结
构（Ｂｒｅｄｅｋａｍｐ，２０１０；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２００７）。贝尔廷（Ｂｅｌｔｉｎｇ，２００５）也提出了
这样的观念。他指出，内在（精神）需要应当以新的、整合的方式与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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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相联系。贝尔廷（Ｂｅｌｔｉｎｇ，２００５：３０３）系统地指出，既有的范式阻
碍了我们对知觉以及关于社会生活的建构性意义的理解。
亚历山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８ａ，２００８ｂ，２０１０）近期把这一理论引入

社会学。他研究文化现象的方法是把它们当作具有一种物质所建构的
表面（ｓｕｒｆａｃｅ）及一种被话语所建构的深度（ｄｅｐｔｈ）的表意结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ｏ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这两方面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亚历山大对
意义（２００３）和表演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的研究有益于使符像学
作为一个核心的文化变量而被接受和操作（ｄｅ　ｌａ　Ｆｕｅｎｔ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２００８：３１６）。显然，他为了重申被边缘化了的关于现实的社会建构的
现象学的面向，并且为了将其重新梳理进文化社会学研究，而发展并应
用了一个新的观念，即“符像意识”（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８ｂ）。像贝尔廷一
样，亚历山大意识到，需要扩展、复杂化以及“文化化”（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ｚｅ）我们
对广义的媒介的理解。像玻姆一样，他也不将符像的观念（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ｏｎ）看做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另一个大的范式的转变，而毋宁将其看做
是文化的、社会学的重构的复杂关系链中所缺失的一环。作为一个社
会学家，他指出物质性的重要性，或者他称之为的“意义的物质感”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２００８ｂ）。此外，符像性和物质
性的失联（ｍｉｓｓｉｎｇ　ｌｉｎｋ）促使社会学家富有成果地重申经典社会学的
部分，尤其是将涂尔干的“图腾制”研究（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ｉａｎ‘ｔｏｔｅｍｉｓｍ’）重
新带回社会理论。涂尔干的“图腾”概念预示了“符像”（ｉｃｏｎ）。然而，
由于受到韦伯主义的祛魅观念、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拜物教观念和本雅
明的光环丧失概念（ｌｏｓｓ　ｏｆ　ａｕｒａ）的支配，文化的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仍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种社会学潜能。
换言之，或许可以说符像转向使得我们不得不重申图腾分析的益

处，并以一种升级的且更复杂的形式运用它去发展一种替代现有解释
的方案。对于涂尔干来说，物质／视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结构不只是微
不足道的意义的载体，而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性的载体，它凝聚
（ｃｏｍｃｒｅｔｉｚｅ）了人类的内在生命并形成（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了文化身份。涂尔干
强调：“集体感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只有在处理外部对象时才能变为
其意识本身”（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９５：４２１）。亚历山大指出，涂尔干本人并未
试图充实（ｆｌｅｓｈ　ｏｕｔ）这一观念，他的社会学界的后继者们对此也没有
兴趣。无论如何，涂尔干所做的，是不仅仅在理性意义上，而且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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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意义上对研究社会发挥了权威的作用，并将它融合在一起，且与物质
性建立了必然的联系。
受到玻姆的概念工具及涂尔干晚期符号社会学的启发，亚历山大的

文化社会学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推进了广义的“符像转向”，而且还处理了
曾经由卡西尔提出的特殊问题。通过以符像重组表层／深层关系的动力
学（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ｅｐ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亚历山大的框架显示了我们
如何可能通过“间接的思想来调和直接的视觉”。在此视觉“表面”被释
放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变量”，同时也没有疏离话语深度，话语深度在
实体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因果性角色。这反过来
也为打开一个熔合而不仅仅是重申上述观念和方法论的二元关系的新

的多维视角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当我们遇到一件著名的艺术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８ａ）或是一位名人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０），并试图判断它们的社会意义和重要性时，物质性、
空间语境、背景或情境（ｍｉｓｅ－ｅｎ－ｓｃｅｎｅ）以及符像意识便积极地发生作
用。“可见的社会事实”（Ｖｉｓｉｂ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ｓ）并不只是被动地反映价值
的“东西”，或只是语言的参照对象，毋宁说它们是“符号事实”（ｓｉｇｎ－
ｆａｃｔ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１：８８）。“符号事实”其自身具有作为文化客体的
功能。和哈瑞一样，亚历山大认为我们的确无法进入“物自身”（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然而，我们确实不需要像社会学家那样行动。同样，
的确很难理解其本身就是以物质性为中介的隐喻的短语可能表达的意

义。反而是玻姆认为视觉性现象需要更系统的研究的态度更易理解。
物质表面如何与话语深度相互作用并生产出符像效果？这一问题

仍旧悬而未决。另一个相关且重要的问题是符像力量如何变化？亚历山
大似乎以更多地解释话语情境、专业批评家的社会权力以及这些批评
家所操练的一系列媒介来应对这些问题（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２：２７），而不是
关注物质和空间情境、文化客体的各种物质性瓜葛（Ｈｏｄｅｒ，２０１２）及它
们的各种“品质”的组合（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２０１０）。在这个意义上，这里比起
强调物质性可能对社会表演似真性（ｐｌａｕ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的限制而言，更多地
强调了文化权力的任意性。
关注视觉性和物质性的另一些当代文化社会学家们（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指出，任意性的观念不足以完善新的文化社会学的主要解
释任务，也即最后归于文化因果性的可变性的一般性研究及符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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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门研究。首先，“相互依赖”而不是相对自主性（Ｋｕｒａｓａｗａ，２００４），
以及物质性和表征模式（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之间的相互反馈机
制（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５）被视为纠正这一问题的主要工具，也就是说，要具体
论述在不同情况下不同方面的自主性是如何相关的（Ｏｌｉｃｋ，２０１０）。第
二，基于各种表象的不同对象和类型（Ｋｅａｎｅ，２００５），以及它们的空间
定位（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２０１０；Ｌｗ，２００８），为其社会表象和效能提供框架的
各种符号学观念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所有文化分析中无条
件地扩展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原则可能是错误的（Ｋｕｒａｓａｗａ，２００４：５６；

Ｋｅａｎｅ，２００５）。有证据表明，存在着不同的时间背景（Ｓｗｉｄｌｅｒ，１９８６）、
不同的内化模式（Ｖａｉｓｅｙ，２０１０）、各种姿态和物体的物理性质（Ｃｏｒｂｅｉｌ，

２００４；Ｈｏｄｄｅｒ，２０１２）以及对象和空间物质的特定的外部型构。它们促
成了我们可以评估的实践（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它们还具有气氛和情
绪形成的自身逻辑，这个逻辑会对在既定语境中可能传递本真性表演
或重要结果的因素产生影响（Ｌｗ，２００８；Ｓｉｌｖｅｒ，２０１１）。
换言之，那些作者的意思不仅是说文化自主性是相对的，也是要说

明即便是那些看似绝对的任意性也是相对的，相对性是由表演因素、邻
近的物质情境、独立于行动者意愿的时空因素构成的。那些看似是惯常
的原因往往都是经过一个过程，即复杂的物质媒介和相关的意义的非语
言渠道，因此都是具有情境限制和生理学上的边界的。也就是说，我才
刚刚开始在这样一个扩张的文化分析中来理解物质性的角色，因为长期
以来相比于对文化的物质形式的言论，我们更多地关注了符号内容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２０１０：１８０３）。首先应该在文化社会学中系统地将这两个领
域及符像转向联系起来，因为文化社会学就是为这一目的而建立的。正
如叙事的形式构成了其部分内容一样（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７），物质表面或者社会
符号的情感形式同样参与了构成非物质深度的特质和社会功效（ｓｏｃｉ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在我自己的著作中（例如，Ｂａｒｔｍａｎｓｋｉ　２０１２；Ｂａｒｔｍａｎｓｋｉ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２０１３），我以民族志研究为基础，举例说明了特定的表面特征
“束”（ｂｕｎｄｌｅｓ）（Ｋｅａｎｅ，２００５）和给定时空中的叙事类型如何使特定的表
象形式更具说服力，并因此而比其他形式更具社会合理性（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或表演的本真性。尽管如此，仍需更多的研究来最终解决
上述问题。由于在一般的分析意义上区分了物质表层和话语深度，符像
转向开启了能够进行相关研究的稳定的社会学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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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本文意图说明，强调“符像性”对于社会学定性分析的重要性，并将
之用于正广为接受的文化主义的分析框架，特别是运用于新提出的突出
图画性或话语性的框架，意味着不仅要认识它在技术变迁中的作用，还
应意识到它在一个更复杂的世界中的意义。当然，一个关于文化及其与
物质性的关系的全新观念仍处在危机中。
我也提到，由于特定的知识谱系，一些主流的社会学传统观念还不

能充分调和语言性和视觉性，甚至不足以认识到这一问题及其对社会
学的影响。因此，很多这些智识框架都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即那些被他
们解释为纯“变量”和“通透的社会数据”（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事实
上是各种复杂的结构，它们以符像意识和意义的物质性感受为不变的
中介。“符像”和“符像性”这些新概念使社会学家能够以一个崭新的、
非还原性的方式来综合关于思想的间接性和感觉的直接性之间陈旧的

二元论。
在社会学研究中，这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仍生活在一个对抗

还原论的时代。一方面，唯物主义理论仍像从前一样盛行的一部分原
因是由于其适时的政治诉求及批判能力。但当他们一直注目于权力
时，他们就易于成为权力专注型的，但通过指出这种专注于经验启示的
意识形态的益处，纵容了这种在认识论上使关注愈发狭窄的代价。另
一方面，尽管诠释学理论指出了社会学对唯物主义的滥用，但它们仍给
人以“社会的短暂记录”（ｅｐｈｅｍｅｒ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印象（Ｒｏｓｅ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ｙ　２０１２）。然而这样一种解读可能比任何现实主义批判更易引
起读者对唯物主义的偏见，纵使社会学诠释学的支持者警示称其纯粹
形式容易表现出理念主义的偏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６）。在这方面，视觉
社会学家强调“由于视觉文化最早是作为批判议题而提出的，因此视觉
性领域的扩展需要新知识的生产”（Ｍｉｒｚｏｅｆｆ，２０１３：ｘｘｘｖｉ）。这一观点
表明了在何种意义上，初生的视觉社会学事实上受到了批判话语文化
的限制。这也正是我在本文中讨论过的。正是新知识的生产产生了文
化社会学的符像转向。
我还试图表明，倾向于传统的二元关系的任何一方的做法从理论

上来讲都是一种倒退，无论这在其他意义上来讲显得多么进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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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的理论家应更关注意义生产的非话语渠道及与物质性的结合而不

是关注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后现代及后殖民唯物主义的支持者应意
识到，批判性问题导向的“视觉政体”（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研究增加了新的
理论问题而不是对已有问题的解决（参见Ｂａｒｔｍａｎｓｋｉ，２０１３）。这一视
角容易忽视这样一点，即“帝国据以被批评的那些术语准确地说是来自
同一启蒙运动，后者对理性的坚持被攻击为是帝国支配的原因”，因而，
“解构的反逻辑中心主义是帝国批判的虚假基础”（Ｂ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８：７）。
符像转向之后的社会学研究并不仅仅意味着更多地关注视觉。

毋宁说，将“符像性”和物质性纳入社会学意味着认识到表象的混杂性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米歇尔曾经将包括视觉混杂的特性在内的问题作为主
题来研究。这也意味着收集由这一认知引起的所有概念和方法，超越
上述两份表格的严格分类。这意味着，就视觉研究而言，米歇尔的“图
画转向”可能不足以构成研究这种图像方面的混杂性的理论平台。“符
像”可能比“图画”更能充分地捕捉文化表象背后的文化复杂性。同时，
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用物质现象，因为所有的实体都能够成为符像，
视觉性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是物质的。最后，精确的“话语环境”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Ｗａｇｎｅ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ｉ　ａｎｄ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９１）、物质性及
其品质（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２０１０）、物理缠绕（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Ｈｏｄｄｅｒ，

２０１２）以及位置的经验性（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ｄｅｎｓｅ　ｅｍ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而不仅
仅是其传统美感意义上的视觉性，能够充分解释构成图像权力及其各
种变体的表演性。
当然，正如每个新的多维框架一样，这一综合认知并不是前所未有

的。尽管其分散在人文领域中并很少被整合起来，但是理论上一直存
在着文化研究的综合模式。从曼海姆在美学角度发展出的文化社会学
（Ｍａｎｈｈｅｉｍ　１９６４：３９－６９）到维克多·特纳（Ｖｉｃｔｏｒ　Ｔｕｒｎｅｒ）的符号人
类学，再到理查德·舒斯特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ｈｕｓｔｅｒｍａｎ）的实用主义美学，
都可以找到表层和深层的互构关系的基本理念。特纳（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７４：

２７０）先见之明地写到：“试图以某种精确的方式去寻找以一个‘反映’或
‘表现’给定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影像学（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为基础的、
各种确切的符号的徒劳的努力，应该被放弃了……符号不仅反映了社
会和政治结构而且也创造了这一结构。”数十年后，舒斯特曼
（Ｓｈｕｓ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２：３）重申了这一发现，“表层和深层是紧紧地联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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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互补体（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ｉｅｓ）且其在功能上是互惠的”。然而，直至今
日，主流社会学才刚开始系统地反思这些观念并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语
境下，而不仅仅是在美学的或前现代的脉络下检验它们。符像转向有
助于这一进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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